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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路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方兴东　 何　 可　 李彦清

摘要:当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植根于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范式,源
于欧洲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并于 20 世纪中叶在美国逐步成形。 随着数字时代走向纵深,国
际传播实践活动的发生形式愈加丰富多元,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同
时面临六大突出张力:其一,理论体系与现有国际传播实践日渐脱节;其二,现实主义与理

想主义路径的价值冲突;其三,自上而下的国际传播与自下而上的跨文化传播分离;其四,
“东—西” “南—北”实践与理论失衡;其五,交叉性、复合性与跨学科性不足;其六,国际传

播与人类文明进程之间的落差与鸿沟。 这些张力使得既有体系难以有效回应新的传播格

局,在理念、视野与方法层面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

契机。 在此背景下,新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应以回应六大张力为出发点,将其转化为理论

创新的内生力。 具体而言,应在实践经验中形成问题意识,在学科交叉中摆脱路径依赖,在
文明关系中拓展理论想象,从而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动态生成、具备全球回应能力的中

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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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契机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

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 ,并就“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作出关键部

署[2] 。 随着数字时代的纵深发展,国际传播的实践格局与理论创新正经历深刻变革。 然而,现有国

际传播知识体系本身的理论创新及其知识组织方式与整体结构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导致在应对全

球传播新态势时仍显局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 从历史演化的视角看,有学者认为世界知

识体系经历了“原始分化” “古代合一” “近代分化” “现代统一”四个主要阶段[3] ,呈现出从碎片到系

统、从地方到全球的趋势。 伴随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西方知识体系往往以带有“普世”诉求的话

语形态向外扩散;与之相对,非西方知识体系则在国际学术场域中长期处于边缘,或被纳入西方理论

框架中加以改写。 尽管现代性条件下的知识生产日益多元,但西方知识体系在全球格局中依然居于

主导地位,非西方世界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常常面临理论资源受限、话语空间被不断压缩的

困境。
如何突破西方知识霸权,实现理论自主与话语自立,已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亟须回应的根本问

题。 依循陈光兴所言,知识生产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运作的关键场域,真正的“去帝国”必须首先在知

识维度展开[4] 。 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不仅是摆脱知识依附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全球认知

多样性与公平性的必要之举。 所谓“自主知识体系” ,是立足于本国社会实践与认知逻辑而发展的知



识系统,强调内生性与主体性[5] 。 它既要能够准确解释本国经验,又应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理论创新

力与普遍解释力,从而推动知识生产的持续演进[6] 。 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
界体系可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7] 。 这一结构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均有体现。 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正与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进程密切相关[8] 。 中国既拥有文明连

续性的独特优势,又在近代以来围绕现实关切不断孕育学术创新[9] 。 然而,“西方化”与“殖民化”的

长期影响,使非西方知识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自主创新空间屡遭压缩,中国知识体系的独立发展也

因此受到制约。 同时,中国长期面临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匹配的局面,在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

面前缺乏足够的自主表达与理性对话能力。 由此可见,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其核心要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根本上立足于对国际传播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深刻把握。 秉

持“以中国为方法”的立场,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将中国的经验、传统与实践

活动作为理解、分析与解决问题的重要视角与方法论,探索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关键现象的

原创性理论。 其核心目标在于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独立的概念资源与话语空间,摆脱对西方理论的

依赖,增强中国乃至更广泛非西方世界的学术自主性与国际话语权。 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

构必须兼顾历史纵深与国际比较:置于自身历史脉络之中,方能彰显“中国性” ;纳入全球知识版图之

内,方能体现“世界性” [10] 。 换言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拒斥历史经验,也不排斥西方理论,而
是在比较中确立定位,在互动中拓展边界。 其目的并非对抗或取代西方范式,而是通过将本土理论

置于全球语境中加以对话与检验,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重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确立独立而开

放的学术立场,并以中国经验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思想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共通”理论所蕴含的协商性、开放性与生成性,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富有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与方法论支撑。 基于此,本研究将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当
下我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面临哪些突出挑战? 在新技术环境下,构建新

型知识体系又有哪些机遇与制约? 同时,还需回答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以及如何在官

方与民间传播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文章将以“共通”视角为分析主线,重点揭示现有知识体系中

积累的主要张力及其转化可能,以期为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更新与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

的实践路径。

二、共通视角下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现状与张力

当下,跨国数字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跨域网络公众的介入,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参与和表达

空间,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由单一国家主导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并存。 然而,掌握核心技术的政府与大

型互联网企业,又通过制度规制与技术手段不断集中权力,使得传播权力的演变在去中心化与再中

心化之间反复拉扯[11] 。 在这一过程中,文明间的历史叙事、政治理念与社会共识的差异愈加突出,
各类矛盾与分歧持续涌现,从而使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共通”正是在这种现实语境中被提出的。 它并非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一种贯穿理论创新、方
法整合与价值定位的整体视角。 其运作依托四重机制:其一,基础联结,通过开放架构实现主体间的

互通[12] ;其二,事实共享,以真实、可验证的信息塑造信任;其三,价值共振,在文明互鉴中寻求最低

限度的认同;其四,情感共鸣,在交往实践中激发理解与共情[13] 。 这四重机制共同勾勒出一个开放

而有韧性的框架:在认识论上,它强调协商取向,意义通过多主体互动而构建;在本体论上,它立足关

系性存在观,主体与意义在交往中不断界定与重塑;在方法论上,它反对脱离经验的抽象推演,主张

从实践出发提炼问题。 随着智能传播日益融入日常生活,“宏大叙事”的权威正逐渐让位于“日常可

见性” [14] ,在此背景下,以“共通”作为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将形成一种区别于旧有国

际传播知识体系的新知识体系(如表 1 所示) ,这将为国际传播研究开辟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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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传播新旧知识体系对比

冲突维度 旧有知识体系 新的知识体系

理论与实践关系
理论相对游离于实践,难以揭示传播

现实的复杂性

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强调问题导向与动态

回应

理想与现实张力 现实主义话语主导,理论体系功能化 融合理想与现实,兼顾价值引领与结构转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国家“自上而下”主导为主,社会主

体作用不足

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构,突出“自下而上” 公共

性与协商性

“东—西” “南—北”关系
西方中心主义塑造主导话语,理论普

适性存在偏差
推动多极平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学科边界与交叉关系 学科体系相对封闭,缺乏跨领域融合
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领域协同创新与知识

共建

传播与文明进程关系
国际传播被割裂于人类历史与文明

脉络之外

将传播置于全球文明进程中考察,凸显历史嵌

入性与文明担当

　 　

有学者提醒,“共通”秩序或许只是一种对复杂现实的技术性想象,甚至带有安慰性的成分[15] 。
然而,正是在这种紧张条件下,“共通”才显现其意义。 它并不否认冲突或“反共通”的存在,而是在

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为协商与理解提供可能的空间。 当前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深植于欧美学术传

统,在制度化层面已相对成熟,但在回应多元经验时显得日益僵化,尤其在知识塑造与价值表达上存

在明显局限。 本研究以“共通”为切口,立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视野,回应当下知识体系中的若干矛

盾,并探讨其转化的可能路径,以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成果与国际传播知识体系。
(一)张力之一:国际传播实践与现有理论体系日渐脱节

从“共通”的协商取向来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虽是当前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中最突出的矛盾,但
并非不可跨越,而是在持续互动中需要寻找调和之道。 国际传播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本应

成为推动理论创新、支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动力。 在哲学传统中,康德早已区分“学院概念”
与“世界概念” ,并强调实践理性是理论理性的根本支撑[16]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实践转向”再次

提醒学界,理论建构必须扎根于现实问题场域[17] 。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70 余年的发展历程同样表

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始终是事业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18] 。 然而,当代国际传播实践的迅

速演变,使既有理论难以回应现实,不仅时效滞后,更在结构与方法上暴露局限。 从“共通”视角看,
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缺乏有效对话与持续协商机制。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成

果导向评价模式,以及对跨学科、跨语境知识生产的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自主

发展[19] 。
这种脱节在 20 世纪的动荡局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博

弈,不仅改变了国际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与运用逻辑。 美国政府、基金会与学术

机构主导的一系列效果研究,固然推动了传播学科的制度化建设,却也使国际传播理论在相当程度

上沦为国家战略的附庸,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与社会引导的功能,难以在非西方语境中实现真正的

解释。 例如,“二级传播”中的“中介模型” ,在美国主要被用来缓解大众传播的冲击、维护舆论平衡;
而在其他国家,则往往被赋予强化传播影响力、推动社会现代化以及塑造公众行为的功能。 同一理

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化使用,恰恰揭示出国际传播研究长期处于“实践政治化”与“理论工具化”
交织的状态。 与此同时,现有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大体仍建立在“现代性” “帝国主义” “全球化”等西

方社会科学的传统框架之上,其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深植于外源性的学术语境,缺乏立足本土实践

的理论创新土壤。 这不仅使非西方国家在知识建构中难以摆脱对既有范式的依赖,也使其无法充分

解释自身的传播经验与制度逻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自主性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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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共通”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抽象一致的理想化概念,而在于直面现实中的断裂,探
索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新路径。 其核心在于从“可通约的实践”出发,借助事实共享与价值共振机制重

建交往中的基础信任,帮助多元主体在不同语境之间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从而为理论与实践的再

度对接提供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再只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而是促使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的重要契机。 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支撑下,“共通”有望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知识

体系从“可通约的实践”逐步孕育出“可通约的理论” ,形成既能解释现实、又能积极参与建构的自主

学术成果。
(二)张力之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冲突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国际传播理论长期徘徊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其演进始终

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连。 这种对立一方面揭示了“反共通”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共

通”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国际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高度依存,二者都属于 20
世纪初国际秩序重组背景下兴起的“后发学科”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

的理想主义者反对赤裸的强权政治,主张通过制度重建与国际合作实现和平,并推动国际联盟等机

制的建立[20] 。 在强调协作与制度化的国际氛围中,理想主义逐渐成形。 然而,随着二战后纽约取代

伦敦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美国确立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吸纳并强化现实主义立场。 以

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则将“冲突”视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强调国

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体,其根本目标在于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维护主权并彰显国家

利益[21-22] 。
国际传播学科的建制,恰逢崇尚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路径。 在这一背景

下,传播被普遍视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舆论工具,承担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功能。 冷战结束后,
国际合作组织虽然推动了以制度合作为导向的多边主义,并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识,但理想

主义路径的制度化仍依赖于大国主动让渡部分自身利益。 尽管“共通”的价值共振能够为国家间提

供构建共同利益的交流基础,但在现实情境中,大国不仅鲜少因理想主义作出实质性让步,反而经常

以牺牲小国利益换取战略收益,从而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 近年来美国频繁

挥舞关税“大棒” ,正是国际关系背离二战后自由贸易理想秩序,滑向现实主义对抗逻辑的典型例证。
当下,区域冲突与地缘争端层出不穷,进一步推动各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下依赖现实主义范式。
这一逻辑也深刻嵌入国际传播研究的结构之中,使当代国际传播秩序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反共通”倾

向。 可以预见,未来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现实主义传播动机,将继续与强调合作的理想主义形成对

峙,这不仅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将成为张力的主要来源。
尽管国际传播研究的底层逻辑仍深植于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都可能滋生“反共通”

倾向。 前者强调国家利益,易滑向信息控制与竞争;后者虽倡导共享,却因普遍主义取向而遮蔽文化

差异与结构不平等。 这种矛盾贯穿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并深刻影响当代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 现

实主义的逻辑依然重要,但在高度互联的全球格局中,“不可避免的协作”已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环

节。 在此背景下,以“共通”为核心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并非在两条路径间择边,而是通过搭建跨越

国界与意识形态差异的交流平台,使多元主体在理解基础上聚焦共同关切,缓解分歧带来的不确定

性与零和博弈。 由此,国际传播秩序才可能逐步超越以国家竞争为导向的单一路径,走向兼顾合作

与差异包容的全球协作理想。
(三)张力之三:自上而下国际传播与自下而上跨文化传播分离

由于传播主体的差异,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两个理论范畴在学理上虽然关系密切,但在实

践界定上逐渐分化,并在知识生产中不断引出新的矛盾。 从“共通”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异本可成为

多元协商的契机,但在冷战格局和现实主义逻辑的主导下,却更多演变为“反共通” 。 各国在扩展国

家实力的驱动下,普遍强调以国家和媒体为核心的自上而下传播模式,学界的研究重点也随之转移。
尽管这一研究路径在规范建构、成果产出和国家利益增进等方面有所推进,但过度依赖大众传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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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研究重心集中在综合国力竞争和影响力扩展,传播媒介被简化为报刊、广
播、电视等宏观系统,跨文化层面的个体互动被宏大叙事掩盖,人类长期积累的交往传统也被忽视。
可以说,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缺乏“共通”的事实共享和情感共鸣机制,不仅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也
为当下知识体系中矛盾的不断积累埋下了伏笔。

美国等国际传播研究的先发国家,还通过设立外事学院等制度化安排,通过系统培养来提升外

交与援外人员的语言与文化能力,使原本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逐渐转化为“美式全球化”
语境中的政策工具,成为服务特定战略目标的补充机制[23] 。 这一转向虽然拓展了国际传播研究的

理论边界,但也使具有社会化与生活化特征的跨文化传播逐渐被宏大的国际传播框架所压缩,导致

“实践关注不断升温,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知识建构断裂[24] 。 跨文化传播在国际传播知识谱系

中的边缘化,不仅重塑了学科的理论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研究路径。 当

下,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对跨主体、跨媒介的传播实践回应仍显不足,尚未真正实现向跨文化传播的

实质性转型,从而使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25] 。
相较于建制化、宏观化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更关注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等中观与微观层面

的跨国交往。 这类交流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已存在,具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更为持久的影响

力。 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的兴起,文化的传播边界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国际传播实

践也逐渐从国家主导的单向输出,转向涵盖跨国社交平台、全球用户与智能公共物品的协同网络,呈
现出更微观、多元与具象的跨文化传播特征。 传播的意义在于承认不同文化主体的多样性与差异

性[26] ,并通过互动建构主体间关系,在持续的交往中逐步趋向“共通” 。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国际传

播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跨主体性、文化异质性和交往复杂性的新型实践形态。 宏观的国际传播要想

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在细节处的“精细活” [27] 。 从“共通”的情感共鸣机制出发,跨
文化传播不仅是文明间的信息交换,更是个体在语言与情感层面深入他者文化生活的过程。 它通过

持续协商来应对不确定性与差异,并借助情感共鸣塑造互动性的传播结构[28] 。 正是这种跨语境的

情绪联结与自下而上的解放力,使制度化的国际传播与生活化的跨文化传播逐渐形成协同,为国际

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贴近实践的微观窗口。
(四)张力之四:“东—西” “南—北”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失衡

从“共通”的视角看,全球知识体系与传播实践中的权力不对称,本身就是典型的“反共通” 逻

辑。 自近代以来,大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输入中国,使本土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带上鲜明的欧美

印记。 这在特定阶段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使“知识无国界”的理想在实践中沦为西方学术共同体

设定的“出厂模式” 。 不少非西方学者在解释本土经验时仍难以跳脱西方框架,往往将文化差异视为

难以跨越的分歧。 即便是中国经验,许多研究也常以西方概念为起点,将之重新附着于西方逻辑之

中,在“自主”的名义下反而形成对西方话语的再度依赖。 这种逻辑表面追求普遍性,实则压缩了跨

文化协商空间,削弱了知识自主性,并固化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国际传播作为研究跨国界人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本应在不同文明中根据

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形成独立形态,这是多元文明的共同特征,而非西方的专属。 然而,当下国际传

播自主知识体系却长期处于西方本位。 例如,在国际传播学会( ICA)旗下五本权威期刊中,美国高

校作者占比高达 74. 4%,其余作者多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发表比例仅

在 1%至 9%之间,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率甚至不足 1% [29] 。 “全球南方”的理论成果多半仍沦

为西方知识体系的附庸或旁证。 直到近年来,这种由西方命题覆盖非西方视野的格局才有所松动。
从“共通”视角看,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理论与话语生产的不平等,更源于跨国信息流动缺乏平等可

达性的现实条件。 知识的创新与交流必须依托全球互联网络、开放通信协议与跨平台协作机制,它
们既为各国提供最基本的互联保障,也直接决定其参与全球对话的能力。 对于“全球南方”而言,突
破数字鸿沟、争取均衡传播权利,正是“共通”框架下修复不平等、实现事实共享的前提。 在此基础

上,南方国家正尝试通过技术、金融与传播平台的替代性探索,努力摆脱长期受西方学术共同体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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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推动跨区域、跨文明的理解与协商在更平等的结构中孕育新的共存逻辑。
正如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所言,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
如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的“南方阵线”正在中国的帮助下逐渐建立和完善[30] 。 此外,中国

还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推动多项举措以促进“全球南方”的政治团结:DeepSeek 大模型通过开源机制

削弱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单一主导;“一带一路”倡议与“数字丝绸之路”为南方国家提供了互

联互通的平台;在多国共同推动下,金砖扩容、本币结算和新开发银行等机制逐渐完善,减少了对美

元体系的依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传播资源的分配。 这些探索虽体现了“共通”机制的切

入,但仍不足以改变整体格局。 学科体系的偏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知识话语的等级化依旧存在,
南北之间的失衡在加剧,“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趋势也愈发明显。 从“共通”的视角看,唯有依托更

稳固的基础联结并强化事实共享,跨区域、跨文明的沟通才可能走出“反共通”的困境。 随着全球格

局的演变,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西方对东方的依赖将愈发凸显,这种相互需要也为“共通”的形成提

供了新的现实契机。
(五)张力之五:现有知识体系交叉性、复合性与跨学科性不足

在“共通”的视角下,国际传播与相关学科长期缺乏深入的融合与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层面

的失衡,这也导致现有体系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明显不足。 许多研究议题宛如海面上的浮冰,虽层

出不穷,却掩盖了其下本应深厚的理论冰山;与此同时,实践需求的扩展又持续对研究施压,使国际

传播始终徘徊在“尚未完全建构的学科领域”阶段[31] 。 在技术快速迭代、社会高度复杂的背景下,单
一学科框架已难以回应跨领域问题,缺乏持久的学科对话与协作,不仅削弱研究对现实的解释力,也
制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跨学科的知识交融正是破解困境的重要途径。 它既有助于打破学科藩篱,也为理解复杂社会问

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当代学术实践早已表明,大多数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外部资源,通过

多元化的知识交换不断拓展自身边界[32] 。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不仅能够推动理论与方法的互鉴,
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价值,更能促成一个开放而协同的知识网络,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

础。 在这一过程中,“共通”既是一种理解国际传播的新范式,也是一种促进学科整合的方法论路径。
它强调的不只是知识的互补,更在于通过协商重建共同的问题域与概念框架。 今天,国际传播研究

早已超越单纯的话语与符号分析,还涉及传播基础设施[33] 、制度安排以及人的行为实践,从而构成

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研究对象[34] 。 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调动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技术史乃至人

类学等多样化的知识体系。 可以说,“共通”犹如一座桥梁,使不同学科能够在差异中实现整合,让国

际传播在话语、技术、制度、行为等多重层面展开对话,并由此走出学科自限,开拓出更广阔、更具开

放性的理论图景。
在众多相关学科中,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既各自独立,又在部分领域高度重叠。 前者常被视为

后者的延伸,后者则依赖传播手段实现战略目标。 早在 20 世纪中叶,卡尔·多伊奇就尝试把传播学

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传播系统在国家决策与国际一体化中的作用,但真正实现深度交融的理

论探索仍属有限[35] 。 埃米尔·迪尔凯姆早就提醒,当一门学科正在形成时,如果忽视其他学科的经

验将是危险的[36] 。 这一警示在今天尤显切中要害,因为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与人工智能、科技创

新和区域国别研究深度交织的新阶段。 以算法、算力与数据为核心的智能传播体系,正在重塑传播

要素与流程,改变运行逻辑与内容生态[37] 。 与此同时,“一国一策”的传播实践又使区域国别调研与

在地化分析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 从“共通”的视角看,跨学科的结合不仅是化解割裂的必要途径,
更是一种协商之道。 它强调在差异中寻找学科间的相处方式,把研究的落点放在真正的现实问题

上,而不是困守于自我循环的学科边界。 唯有如此,理论才能重新与实践衔接,在回应现实关切中不

断发育,并推动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
(六)张力之六:国际传播与人类文明进程之间的落差与鸿沟

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撰写《文明史纲》的初衷在于“回应当今提出的种种问题” [38] 。 这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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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国际传播研究。 遗憾的是,当下不少研究仍局限于对传播模式与效果的局部描述,与文明演

进的深层逻辑之间存在明显间隙。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之下,既有理论难以把握跨文明互动

的复杂进程,其局限愈加显现。 人类社会因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根脉的差异而呈现多元形态,人文

社会科学的理论之树也因此枝叶纷披。 国际传播既是学科的“十字路口” ,更是文明互鉴的长时段过

程。 在“共通”的视角下,它需要被置于全球历史、国际政治、跨文化交流、外交与科技等多重知识体

系的交会处加以重新理解。
要实现这种重新理解,首先需要回到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把传播作为文明延续与互动的关键

枢纽加以考察。 雷吉斯·德布雷曾强调,媒介与文明同步诞生、相互依存,文明通过媒介得以延续与

传播[39] 。 媒介不仅连接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也使文明在流动中不断生成与演

化[40] 。 传播史正以整合性的文明史视角超越传统的历史分支,成为理解社会演变的重要理论范

式[41] 。 这些论述揭示的不仅是传播在文明生成中的基底作用,更提示我们:一部人类文明史,本质

上也是一部人类“共通”的历史。 现有研究往往割裂了国际传播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致使知识体系缺

乏历史纵深和复杂性观照,进一步放大了理论解释力的不足。 从国际传播实践史来看,跨区域文化

交流早在民族国家确立前就已存在。 古希腊通过战争和文化互动联通欧洲与地中海,西汉开辟的丝

绸之路则贯通中亚、西亚直至欧洲。 这些经验表明,传播本就具备跨文明的“共通”基因。 然而,对于

非西方国家而言,“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舶来品” 。 若将 1648 年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作为国际传播史的起点,排除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前的跨区域文化互动,不仅

遮蔽了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实践,也固化了当前世界知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叙事,导致国际

传播的历史沦为资本主义扩张与霸权秩序的附庸。
在此背景下,根植于跨文明传播实践的“共通”理念,不仅为重建文明体间的理解与共处提供了

契机,也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历史根基和现实依托。 国际传播始终嵌入文明的长时段演

进,并在其中塑造与被塑造。 从“共通”的视角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将其视为文明发展的

内在动力,在技术、制度与价值层面不断探寻发展路径。 若缺乏对文明共生的回应,国际传播知识体

系与文明进程之间的矛盾将难以缓解,削弱其自我更新和应对全球议题的能力。 因而,吸纳跨文明

的历史经验与比较视野,才能使其在复杂格局中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 最终,凸显传播史观在人文

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不仅有助于超越政治功能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更能以“共通”为支点,
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开阔的文明视野。

三、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生成路径

在国际传播格局迅速演变的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知识生产与理论再分配的关键节点,在传播

权力的调整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跨文化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媒介技术的加速更迭,以及价值

传播与文明互鉴的长期诉求,使国际传播同时面临理论建构与现实回应的使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共通”视角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点。 它既不回避分歧,也不消解张力,而是将张力转化为理论创

新与方法拓展的动力来源,使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在回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延展与更新。
(一)在实践经验中形成问题意识

从“共通”的视角来看,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真实的实践,让理论在经验中

生长。 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应当成为核心路径。 《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破圈” 、“ TikTok 难

民”涌入小红书、“甲亢哥”中国行在中外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以及潮玩品牌 Labubu 风靡海外等发生

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不断释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播样态,吸引不同文明主体通

过多元路径展开跨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知识的建构方式与价值取

向,使科技与国际传播结合得愈发紧密。 中国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数智试验场,在平台治理、数据主

权和文化出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完成了从“搭车”模仿到“开车”主导再到“造车”创新的转

变。 这些经验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素材,也为“共通”格局的塑造提供了实践支撑,为自主知

·11·方兴东　 等:问题与路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可靠的现实基础。
但是,国际传播研究长期受制于“东西方”二元叙事,受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格局。 要突破

这一局限,必须在实践中培育问题意识,使之成为超越狭隘二元对立、避免落入单一主义窠臼的路

径。 实践不仅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也是知识体系确立的根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强调知

行合一,在把握现实机遇的同时深度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同时,需要避免以预设结

论为前提的研究取向,坚持实事求是,通过系统性的国内外案例研究,使自主知识体系既能“向内

看” ,也能“向外看” ,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一种互鉴的思路。 例如,“周边传播”理论正是针对“近而不

亲、亲而不近”的现实困境提出的重要本土概念,体现了理论对实践张力的回应。 由此可见,构建自

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到传播学的“元问题” ,即关注国际传播作为体系化信息传播活动的实践逻辑[42] 。
这不仅要求学者突破对传播结构与话语策略的静态描述,更需深入多样化的田野,在与一线实践者

的互动中提炼经验,并将其转化为跨语境可理解、可协商的概念,使之成为全球学术与政策议程中的

“共通”资源。
(二)在学科交叉中摆脱路径依赖

“共通”要求研究者在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中提出新的概念与框架,而非依赖既有路径进行拼接。
以往依循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范式的国际传播研究,常常以“共通”为名,却在实践中滑向“反共通”
的普遍主义陷阱。 非西方国家往往被定位为“西方理论与地方经验的供应者” ,这种预设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霸权,是二元对立和零和思维在知识生产层面的体现。 它不仅在事实上延续了西方知识体系

的主导地位,未能真正促进文明间的互联互通,反而在制度移植与价值同质化的过程中加剧了文化

抵触。 由此可见,如果缺乏平等协商,“共通”便会在制度层面异化为单向度的要求,而非互动生成的

过程。 随着数字技术引发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区域间的时空壁垒进一步被打破,数字基础设施

为多元知识体系之间实现“共通”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要推动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自主

建构,必须突破西方中心的“边陲思维” ,摆脱“改良”与“适用”的路径依赖,从“边际贡献”的补充迈

向“根本贡献”的提出[43] 。 在本土实践中,这意味着在批判性吸收的同时推进原创,使核心概念、学
术范畴与理论框架真正扎根于经验并回应现实,从而在国际学术与政策议程中形成能够对话、引领

乃至塑造的中国学理。
传播学的发展,其建设性意义在于把它视作跨学科对话的场域[44] 。 跨学科并非工具性的简单拼

贴,而是通过协同解释与范式共建,逐步形成具有跨文化可理解性的概念体系。 这正是“共通”在学

科层面的价值所在,即为不同学科搭建协商平台,减少知识碎片化,推动理论整合。 中国的数字传播

实践虽然为提出原创命题、回应全球议题奠定了基础,但要将这些实践和技术优势沉淀为稳定而系

统的理论体系,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学科由分化走向融合的

当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更需以“共通”为引领,以开放姿态吸纳国际关系等邻近领域的理论资源,并
以“跳出‘国际传播’看‘国际传播’ ”的视角,在理念、方法与问题意识上实现跨域贯通。 只有通过这

样的跨学科协商与整合,才能将融合的势能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动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主导路径

的依赖,使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真正朝着去中心化、本土化与全球对话的多重目标稳步迈进。
(三)在文明关系中拓展理论想象

文明间的互动不应沦为征服与同化的零和博弈,而应在对话与相遇中求同存异。 在追寻“共通”
的过程中,各文明既保持独立性,又以开放姿态接纳他者的优势,通过互补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

与发展。 以“共通”为视角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辟一个超越

文明优劣比较的多文明对话空间,使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得以检验本土知识的解释力,并拓展理论想

象。 传播不仅是现实关系的映射,更深深嵌入文明系统与历史结构之中。 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构

建本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而“共通”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些经验凝练为能够进入全球对话的理论资

源。 例如,费孝通基于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提出的“差序格局” ,便是根植本土经验、同时在全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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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场域引发共鸣的原创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立足自身历史语境

与文明传统,在“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突破[45] ,提升地方

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在理论构建中的地位。 作为后现代与去殖民化语境中的重要范畴,地方性

知识往往承载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逻辑[46-47] 。 这种难以被外部完全把握的经验厚度,不仅为理论

创新提供资源,也使跨文化“共通”更具现实感与说服力。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创新日益强调传播与文明演进的关联,这一趋势推动了地方性知识

与“共通”理念的结合。 一系列立足中华文化的探索为理论本土化提供了路径。 例如,“共通”植根

于中国传统关于“通”的哲学理解,其渊源可上溯《周易》 《说文解字》等典籍,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交

融[48] ;“周边传播”理论则吸纳阴阳辩证与“天下五服” 的秩序观,将地缘经验转化为理论话语[49] 。
数智化转型不仅意味着生产力提升,也拓展了文明互动的边界。 在这一格局下,国际传播的矛盾与

冲突已超越政治与技术而上升到文明的对话。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观察历史发展的关键在于

“站在怎样的高度” [50] 。 在全球文化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既要深掘自身文明经验

中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又要与人类文明保持持续对话,使本土原创理论在文化根性、历史延续与全球

关联中展现力量,并在“共通”的框架下激发跨文明的共情与共鸣,从而为文明对话和自主知识体系

建设提供支撑。

四、结语

“共通”并非国际传播的终极目标,更不是衡量优劣的价值标尺,而是一种分析与解释传播现象

的理论取向。 它强调的不是“求同” ,而是“求通” ———在多元主体的长期互动中,如何在差异与张力

之中找到彼此可通达的意义通道。 由此,“共通”关注的不仅是技术如何塑造交流的可能性,更在于

这些技术如何被不同文明经验吸纳、转译,并在制度化过程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形态。 这一视角揭示

了国际传播中技术演进、制度安排与文明传统之间的深层联动,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结

构中识别那些跨越文化边界、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知识与经验,也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

的分析基础。
在这一意义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正视一个根本事实: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

皆源于全球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共建与共享的成果。 “自主”并非与世界知识体系隔绝,而是在深

入参与中提升解释力、话语力与共通能力,使之在全球舞台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与嵌入性。 知

识体系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之一,本身即是在回应现实挑战中不断迭代与演进的过程,国际

传播理论亦然。 唯有持续地检验、修正与创新,方能在既有框架之上实现真正的突破与超越。 中国

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契合数字时代的精神,在摆脱依附性知识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知

识、价值与范式的实质性跃迁,不仅要超越传统狭隘的理论范式,更要回应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本土经验与全球议题的交汇处,塑造一个开放、动态、生成式的知识体系,使自

主建构在参与与对话中获得世界意义,并在共生互鉴中拓展理论生命力与文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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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ths: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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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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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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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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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rrent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rooted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Industrial
 

Age,originating
 

from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
 

of
 

Europe
 

and
 

gradually
 

taking
 

sh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s
 

the
 

digital
 

age
 

deepens,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divers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
isting

 

knowledge
 

system
 

are
 

becoming
 

more
 

apparent,and
 

it
 

faces
 

six
 

prominent
 

tensions:a
 

widening
 

gap
 

be-
tween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value
 

conflicts
 

between
 

realist
 

and
 

idealist
 

approaches;the
 

separa-
tion

 

of
 

top-dow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bottom-up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mbalances
 

be-
tween“ East-West” and“ South-North” practices

 

and
 

theories;insufficient
 

intersectionality,complexity,and
 

in-
terdisciplinarity;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broader
 

trajec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se
 

tensions
 

hinder
 

the
 

system􀆳s
 

capacity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evolving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t
 

the
 

level
 

of
 

concepts,vision
 

and
 

methods
 

ha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n
 

this
 

context,the
 

paper
 

argues
 

that
 

new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uld
 

take
 

the
 

reso-
lution

 

of
 

these
 

tension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an
 

endogenous
 

force
 

for
 

theoretical
 

in-
novation—cultivating

 

problem-awareness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breaking
 

free
 

from
 

path
 

dependenc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and
 

expanding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ivilizational
 

relations—thereb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inclusive, dynamically
 

evolving
 

Chinese
 

autono-
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a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s
 

and
 

posses-
ses

 

a
 

strong
 

capacity
 

to
 

respond
 

to
 

global
 

challenge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ommon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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